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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监管信息公开与城市环境治理 

——基于 35 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张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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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依据 2011-2017年中国 35个重点城市面板数据,考量公众参与、监管信息公开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影

响。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度提高能形成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强度;监管信

息公开能缓解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众环境认知能力,强化对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行为激

励。畅通公众环境利益诉求的反馈渠道,构建基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沟通平台,有助于提高公众和政府共同推进城市

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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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境污染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健康生活和社会的公共福利。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环境污染的

关注度逐渐增强,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下降。但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完成城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目标任务仍然艰巨,特别是空气质量亟待改善。2018 年,全国监测的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全年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比例达到

64.2%,超标天数比率为 20.7%,发生重度污染 1899天次,严重污染 822天次[1]。 

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特征,使企业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并引发“市场失灵”。作为公共利益

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加入到环境治理体系当中,以行政命令或经济手段进行环境规制,来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2]。但是,政府难以获

得准确可靠的环境信息,只能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以及环境规制的手段和强度,由此增加了环境政策执行效力的不确定性,出

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3]。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环境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自于中央的环境考核和问责体系,但“锦

标赛”的考核目标往往会造成环境信息真实性的扭曲,在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4]。在环保垂直管理体制下,环保约谈虽然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但却存在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5]。环保督查能够

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减排效应短期化等问题[6]。 

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构建现代化城市环境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多中心环境治理强调政

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约束,实现“权力分散”和“交叉管治”[3]。多元主体合作将环境治理权力由

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分享,共同承担环境治理责任[7],既有利于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入环境法规和政策体系中,提高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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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效力[8]。也有助于多元主体有效表达利益诉求,提高环境政策的参与度和执行力,实现更高的环境规制目标[9]。虽然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对公众参与行为进行有效激励仍然面临着不少障碍。内在的障碍主要是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不同程度存在
[10]
。外在的障碍主要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常

态化协作平台和沟通渠道,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难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11]。为此,一方面,要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积极性[12]。另一方面,要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

治污责任[13]。 

尽管现有文献关注到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但是如何结合政府监管信息公开来对公众行为进行合理引导,从而共同致

力于推进城市环境治理,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环境治理的复杂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成果的共享性,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

在规制治理、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实质地构建长期、有效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14]。但是,在城市环境治理实

践过程中,公众参与仍然存在内在动力不足、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由于政府和公众在短期行为目标上存在着“不一致性”,甚

至为了增长而牺牲环境。因此,本文探索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以充分发挥公众和政府推动城市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和有

效性,这对于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公众参与影响城市环境治理的理论分析 

根据多中心环境治理理论,公众参与是分配现代国家资源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形式。在环境治理决策中赋予公众参与更多的权

利,意味着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具有了政治基础,并将强化其行为激励,达到污染减排的目标,也就是实现了“基础-动因-效果”的

统一。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公众通过“用手投票”(以选票的方式表达对城市环境政策的赞成或者反对)和“用脚投票”(通过

迁徙到生态环境质量更好的城市)表达环境利益诉求,能督促城市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来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但有效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官员的政治承诺是否兑现,以及市民迁徙离开所在城市的成本。西方民主制度下通过公众参与来推动城

市生态环境改善也需要构建必要的条件,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国城市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任命,公众难以直接影响其职位

晋升。劳动力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能自由流动,受限于户籍制度及其绑定的公共服务,公众迁徙真正“逃离”城市也难以实现[15]。

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公众参与对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约束作用逐渐增强。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制度正

在逐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是政绩考核的重要评价内容,环境保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考核体系,防止和纠正以高投入、高排放、

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的短期行为。而且,城市政府官员在任期内还需要接受上级政府的考核,以及环保督查,并听取公众对城

市生态环境的评价,这势必会影响到城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也在进一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被

要求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城市公共服务和户籍正逐步脱钩。各城市放宽落户限制,降低落户门槛,促进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这使得

公众能够迁徙到生态环境更好的城市,“倒逼”城市政府推动环境治理。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监督政府环境规制行

为,具备了基本的政治条件和制度基础。 

从长期来看,公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要求与政府的可持续发展诉求存在着根本一致性。政府积极引导公众在事前政策制定、

事中政策执行和事后监督评估等环节参与城市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从环境政策制定来

看,公众拥有来自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对环境信息能进行及时有效反馈,确保环境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公众通过听证会等

途径参与城市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减少“污染型决策”,避免因决策失误加重环境污染,实现从源头上防止

污染。其次,从环境政策执行来看,公众在城市政府环境决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既能降低环境政

策执行的阻力,又能通过行政机制约束城市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环境规制的权力,或通过向上级政府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等方式来

督促城市政府加大环境执法力度,避免环境政策因局部利益或“政企合谋”而出现执行偏差。最后,从环境政策监督来看,公众在

一定程度上能作为环保部门的替代或补充,实现对污染企业的常态化监督,有效缓解环保部门的执行压力。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

监督机制能“倒逼”企业履行环保社会责任,采取绿色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见图 1)。因此,公众和政府之间通过必要的监督



 

 3 

协调机制,能基于共同的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多元主体的行为一致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全过程,能形成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有助于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强度。 

 

图 1公众参与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 

(二)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政府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而环境信息公开能通过“状态-压力-响应”机制缓解环境

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应用,公众对于城市政府各类环境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

强烈。越来越多的城市正逐步开放环境数据,方便公众获得更多的环境相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城市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制度在公众和城市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双向反馈机制,这种常态化“合作治理”机制便

于多元主体达成一致行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城市政府通过对企业生产监管环境信息的公开,和公众之间能建立起沟通渠道和

信任机制,既有利于对建设项目和企业生产的环境影响进行客观评估,还有助于公众获取和甄别信息,加深对城市政府和企业环

境行为的理解,减少不必要的“邻避冲突”等非理性环境抵制。在有效沟通基础上形成公众与城市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将进一

步促使城市政府通过环境监管数据加强对企业经营生产的环境监督,企业也能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推进绿色生产来提升企业形

象和竞争力,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提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激励不足是导致“公地悲剧”“搭便车”“吉登斯悖论”以及“邻避效应”等现象的主要

原因[16]。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高,并能通过即时沟通形成“生态环境与每一个

人有关,需要每一个人参与”的共同认知,并转化为“环境保护”的一致性集体行动,集体化表达环保诉求更强烈、更明确。在当

前的行政体制和技术条件下,公众能完成“环境知识获取-环境认知提升-环境关注增强-环境行动推动”的全过程参与,向环保

部门或城市政府合理反映环境污染问题和表达项目环境评估意见,并明确自身参与行动能切实有助于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

城市政府完善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回应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能强化公众参与的行为激励,有助于维护公众参与的共同

治理与合作治理,确保协商达成利益共同性和未来环境治理行动结果的可估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环境监管信息公开能缓解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众环境认知能力,强化对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

理的行为激励。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考察公众参与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选用双对数模型来验证相关理论假说,具体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4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εit是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城市的环境治理水平,用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工业 SO2排放量来衡量。现有大多数研究采用某种具体污染物的排

放指标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环境治理水平,其中,工业 SO2是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削弱社会福利的重要污染物[17,18]。因此,借鉴现有理

论研究成果,以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工业 SO2 排放量来衡量城市污染排放的相对强度,直接反映城市环境治理的微观机制,尤其是

工业企业推进污染治理的成效。 

核心解释变量:公众参与度,用百度指数(BaiduIndex)来衡量。以往的研究以公众对当地环境问题的投诉信件数作为衡量公

众环境参与度的指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公众越来越多通过网络工具来了解环境信息,表达自己的

环境利益诉求。本文以百度搜索引擎构建关于“环境污染”关键词的百度指数作为衡量一个城市公众环境参与度的指标,数值越

大表示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参与度越高。百度指数不仅能反映公众对于环境问题关注的变化,还能监测当地媒体对环境污染舆

情的报导趋势,从社会层面监督城市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本文试图采用“环境治理”关键词的百度指数,发现其和

“环境污染”关键词的百度指数高度相关,仅在数值上较小,表明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对“环境污染”的控制

方面。 

其他控制变量:(1)监管信息公开程度,用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ollutio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dex,简称 PITI)

来衡量。PITI 是由公益环境研究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国际公益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研发,

是反映一个城市污染信息透明度的指标,综合考虑了城市政府对企业生产的环境监管信息、企业生产的排污信息,以及城市政府

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信息等多重因素。(2)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来衡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政府推动环境治理最

为基础性的条件。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提高会弱化城市政府“政企合谋”的动机,压缩污染企业通过“寻租”活动来规避环境规

制的空间,也为城市政府进行环保治理投资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会诱发公众的环保需求,提高对环境

问题的关注度,增强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督促城市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和环境执法力度,以减少环境污染对自

身健康的负面影响[14]。(3)互联网发展水平(Internet),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年末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

互联网的普及,提升了公众对复杂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则的掌握能力[19]。城市政府、企业和环保社会组织都会利用微博、微信等互

联网平台发布相关生态环境信息,公众则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获取信息、反馈意见,提升了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便捷性和有

效性,激励公众广泛参与城市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发挥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全方位监督作用。但是,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

可能会导致城市生态环境信息的传播失真,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公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城市政府的环境政策并做出理性反

应,存在着不确定性。 

(二)数据说明与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包括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等 37个重点城市,考虑到拉萨和台北的数据不全,最终的

研究对象为 35 个重点城市 1。之所以选定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等重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 35 个重

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在我国行政体系中属于较高等级的城市,拥有更大的环境政策自主权,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拥有

较大的话语权。而且,这 35个重点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均需要充分发挥“示范作用”,面临来自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环境治理压

力也更为直接。除 PITI和百度指数以外,计量模型所使用的面板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 1。 

表 1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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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O2 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总产值(克/万元) 1470.91 1851.41 4.56 15529.21 

Baidu “环境污染”百度指数 75.32 29.35 17 164 

PITI 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49.76 16.35 13.5 85.3 

GDP 人均 GDP(元) 80189.10 29005.19 31172 185338 

Internet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35.69 23.46 10.99 189.02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用双对数模型对 2011-2017 年 35 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公众参与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在处理面板

数据时,进行了 Hausman检验,以判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能消除短面板数

据模型中由于截面数据过多带来的个体效应。此外,为了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异质性,在模型具体回归时也控制了时间固定效

应。表 2报告了公众参与对城市环境治理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模型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并在模型中考虑了时间与城市个体效应。表 2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度与城市

环境治理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公众参与度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市工业 SO2排放量将减少 0.4995 个百分点。第(2)列和第(3)列

改变了模型估计的标准误类型,将标准误分别聚类到城市层面和年份层面,公众参与度与城市环境治理之间也呈现显著负相关。

第(4)列将标准误同时聚类到城市与年份层面,结果依然显示,公众参与度与城市环境治理依旧显著负相关。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环

境为公众获得权威环境信息和合法表达环境利益诉求提供了便捷和高效的参与渠道,督促城市环保部门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回归

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的百度数越高,反映公众获取环境知识、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欲望越强烈,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更

高,能通过舆情传播和环保投诉等方式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施加社会压力,降低了城市工业 SO2 的排放量,验证了本文

的假设 1。监管信息公开在模型中不显著,表明监管信息并不直接对城市环境治理产生影响,而是因为监管信息公开通过引导公众

或企业行为,间接对城市环境治理产生影响。换句话说,监管信息公开的有效性依赖于公众参与度,进而对城市环境治理改善产生

积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35个重点城市在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绿色经济效益逐步显现。互

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在第(1)列中具有统计显著意义,但将标准误进行聚类后发现,该系数不再显著,表明互联网对公众环境行为

的引导存在不确定性。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SO2 

(1) (2) (3) (4) 

lnBaidu 

-0.4995* -0.4995** -0.4995*** -0.4995*** 

(0.2568) (0.2382) (0.1242) (0.1098) 

lnPITI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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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5) (0.0545) (0.0653) (0.0563) 

lnGDP 

-1.4091*** -1.4091*** -1.4091** -1.4091** 

(0.3507) (0.5083) (0.3890) (0.5443) 

lnInternet 

0.1024* 0.1024 0.1024 0.1024 

(0.0614) (0.0654) (0.1017) (0.0997) 

Cons 

24.6274*** 24.6274*** 24.6274*** 24.6274*** 

(3.7922) (5.5526) (4.7248) (6.2694) 

观察值 245 245 245 245 

组内 R2 0.1398 0.1398 0.1398 0.1398 

Id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Se类型 Robust Cluster_Id Cluster_Year Cluster_Id_Year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城市的相对污染排放水平。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

理念、内容和手段日渐“在位”,缓解了政府环境规制乏力的问题,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措,包括增加污染治理投资、

提高环境执法力度等[20]。进一步分析发现,35个重点城市的工业 SO2排放总量也是持续减少,从 2011年的 395.24万吨下降到 2017

年的 82.68万吨,降幅达到 79%。这充分说明,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污染防治”作为全局性的攻坚任务来抓,在减少污染排放

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相对污染强度和绝对污染强度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有助于降低城市污染排放强度,但估计结果仍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模型选择问

题。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可能会受到模型选择的影响。第二,变量度量问题。模型估计

结果可能因为变量度量形式的差异而受到影响。第三,遗漏变量问题。潜在的遗漏变量可能会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为了使估计

结果更可信赖,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见表 3)。 

表 3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OLS Re Pcse Fe Iv Fe 

lnBaidu 

-0.4995* -0.4150*** -0.4995** 
 

-2.7396** -0.5201** 

(0.2568) (0.1366) (0.2472) 
 

(1.3592) (0.2420) 

Baidu 
   

-0.0082
***
 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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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3) (0.1337) 

 

lnGDP 

-1.4091*** -2.3850*** -1.4091*** -1.4038*** -1.0911** -0.9058*** 

(0.3507) (0.3374) (0.3336) (0.3331) (0.4206) (0.2879) 

lnPITI 

0.0022 -0.3856*** 0.0022 -0.0129 -0.0241 -0.0035 

(0.0625) (0.0975) (0.0622) (0.0614) (0.0825) (0.0573) 

Pop      
0.0007 

     
(0.0005) 

Structure      
-0.0240*** 

     
(0.0085) 

Innovate      
-0.2965

***
 

     
(0.0876) 

Cons 

23.9874*** 36.1798*** 23.9874*** 23.1176*** - 23.2769*** 

(3.8052) (3.5406) (3.6539) (3.7269) - (3.1885) 

观察值 245 245 245 245 210 245 

R2/F值 0.9571 0.4750 0.9570 0.1695 16.9480 0.2171 

Id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No Yes Yes Yes Yes 

 

表 3 第(1)列采用 OLS 估计,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度的系数在 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报告了随机效应的估

计结果,其系数仍然显著为负。第(3)列则进一步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或自相关问题,采用面板校准标准误估计方法估计,

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度的系数依然为负,且具有统计意义。第(4)列改变了公众参与度的度量方式,采用水平值估计,可以发现,其

系数具有负向的统计学意义。第(5)列将公众参与度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公众参与度的工具变量,以解决数据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估计结果表明,一阶段 F值 16.9480大于 10,表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此外,公众参与度系数依旧显著

为负。第(6)列进一步控制了人口密度、产业结构与城市创新变量。其中,人口密度(Pop)以年末人口数比上行政区域面积表示,

产业结构(Structure)以第二产业产值占城市 GDP 比重表示,城市创新(Innovate)以城市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取对数来表示。结果

仍然表明,公众参与度与城市环境治理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由此可见,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值得信赖,公众参与度提高有

助于降低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 

(三)机制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 2,分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环境信息监管公开与公众

参与的交互项进行估计,探讨二者之间的互补机制(见表 4)。同时,为避免公众参与度与城市环境治理之间的可能内生性障碍影响

估计结果,以公众参与度滞后一期与监管信息公开的交互项作为公众参与与监管信息公开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 



 

 8 

表4第(1)列显示,公众参与与监管信息公开的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将强化公众参与

对城市环境治理的行为激励。环境监管信息公开越透明,公众参与则越能有效利用环境信息反馈机制,表达环境诉求与解决污染

问题,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施加压力,从而有效抑制城市工业 SO2 的排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第(2)列显示,环境监管

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交互项系数在 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的统计意义。第(3)列改变了模型的标准误设计,将标准误

聚类到城市层面,可以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仍然具有负向效果的统计学意义。以上分析表明,假设 2能得到有效验证。 

表 4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Iv Fe Fe 

lnBaidu×LnPITI -1.0072***(0.3466) -0.2078*(0.1242) -0.2078*(0.1186) 

lnBaidu 

3.8115** 0.3580 0.3580 

(1.5280) (0.5567) (0.4817) 

lnPITI 

4.4218*** 0.8997* 0.8997* 

(1.4923) (0.5393) (0.5103) 

lnGDP 

-1.5542*** -1.4117*** -1.4117*** 

(0.3545) (0.3448) (0.4968) 

lnInternet 

0.1507 0.0989 0.0989 

(0.1143) (0.0606) (0.0636) 

Cons 

- 20.9651*** 20.9651*** 

- (4.3884) (5.8339) 

观察值 210 245 245 

组内 R2/F值 52.1020 0.1484 0.1484 

I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Se类型 Robust Robust Cluster_Id 

 

(四)进一步探讨 

出于个人理性,公众往往更关心与自己更加相关的环境个人利益,而忽视与自己相对不相关的环境公共利益。空气污染最容

易被观察,大气质量数据也由生态环境保护部实时公开,而且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伤害也更为公众所认知,是公众和城市政府关注

的首要污染源,也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点。2014年,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纳入自然灾情进行通报。

由于公众和上级政府对“雾霾”污染保持了极高的关注度和警觉性,各城市政府在处理污染问题时,也会把空气质量的改善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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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位置,进一步提高大气污染环境规制的强度和环境执法的力度。当出现“雾霾”等严重大气污染事件时,公众可通过环保请

愿、媒体曝光等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环保“呼吁”,引起上一级政府的注意和重视,督促城市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责任,通过“关、停、

并、转”的方式限制企业的大气污染行为。这就相应增加了企业的空气污染排放成本,“倒逼”企业加大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治

理。 

由于空气污染最容易被观察,因此公众参与对空气污染排放减少成效更加显著。那么,公众参与对城市工业其他污染排放物

也有抑制作用吗?为此,进一步探讨了公众参与对城市工业 SO2排放、城市工业烟(粉)尘排放、城市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见表 5)。

表 5第(1)列是本文重点关注污染物——城市工业 SO2排放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城市工业烟(粉)尘排放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公众参与和城市工业烟(粉)尘排放呈现不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公众参与未能有效削减城市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治

理效果不明显。第(3)列展示了城市工业废水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公众参与的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检验意义,但其系数符号为负

向,即公众参与对城市工业废水的治理效果亦不明显。表 5 的估计结果表明,公众参与显著降低了城市工业 SO2的排放,减少了大

气污染,但是并没有有效地降低城市工业废水和城市烟(粉)尘的排放量,可能的原因在于公众对大气污染的感受更加直接,能对

城市政府和工业企业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形成更大压力,治理成效也更显著。公众对于工业废水以及工业烟尘的感知可能较低,因

此并没有对这两类污染物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 5进一步探讨 

变量 

(1) (2) (3) 

lnSO2 lnSmoke lnWater 

lnBaidu 

-0.4995* -0.0125 -0.0634 

(0.2568) (0.3017) (0.2863) 

lnPITI 

0.0022 0.0160 0.0384 

(0.0625) (0.0922) (0.0617) 

lnGDP 

-1.4091*** -1.7203*** -1.2925*** 

(0.3507) (0.3394) (0.3376) 

lnInternet 

0.1024* -0.0126 0.1046 

(0.0614) (0.0972) (0.0881) 

Cons 

24.6274*** 25.3067*** 19.6416*** 

(3.7922) (3.9460) (3.6902) 

观察值 245 245 245 

组内 R
2
 0.1398 0.1022 0.1202 

I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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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使公众越来越重视与自身利益相关

的环境问题,并有意识、有组织地表达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推进环境治理的强烈要求。而且,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也需要

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不足。本文以 2011-2017年我国 35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

了公众参与、监管信息公开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度提高能形成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污染排放的监

督,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显示,监管信息公开能缓解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众环境认知

能力,强化对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行为激励。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逐步解决激励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等制约公众参与的“瓶颈”问题。一方面,畅通公

众环境利益诉求的反馈渠道。2019 年新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畅通了公众环境保

护诉求表达渠道。在完善公众全过程参与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的同时,还需要将满足公众的环境利益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全

面考核,形成公众对城市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全面监督和行为约束,塑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治理格局。城市政

府有依法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公众可以据此向城市政府索取建设项目和企业生产的环境评估报告并进行核实,监督城市政府是

否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能及时得到政府的反映,将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缓解公众参与

激励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构建基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的沟通平台。城市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提供“一

站式”“全覆盖”“高质量”的环境数据服务,提高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的质量,不断提高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和环境参与能力。

通过搭建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沟通协商平台,建立起必要的环境政策互信和环保行为互动,强化城

市政府和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和行动意愿,促进达成多方可接受环境规制方式和强度,激发多元主体参与节约能源和减

少污染物排放的行为意愿,并进一步将环境行动落实到生活、生产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城

市环境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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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35个重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石家庄、太原、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

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海口、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呼和浩特、南宁、银川、乌鲁木齐、大连、

宁波、厦门、青岛、深圳等 4个直辖市、22个省会、4个首府和 5个计划单列市。 


